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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論文

父母調解對青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	
使用的影響：基於多群組比較與	
潛在剖面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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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日益融入青少年學習生態與日常生活，

父母在青少年技術使用的引導與干預角色日益凸顯。本研究基於父母

調解理論，探討父母調解策略如何影響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並進

一步作用於內容風險感知與學習認知發展。研究以中國南方三所高中

的1,429名學生為樣本，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

解、共同使用與監督四類策略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引導性調解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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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預測人工智能素養，而限制性調解與監督則呈顯著負向影響；

人工智能素養進一步降低內容風險感知，並促進學習與認知發展。多

群組分析發現，親子親密度越高，引導性調解對人工智能素養的促進

作用越強。此外，研究透過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識別出四類父母調解組合：積極引導型、溫和均衡型、低度介入型與

高壓全控型。相較於低度介入型，高壓全控型子女的人工智能素養較

低，而積極引導型子女則表現出更高的人工智能素養、更佳的學習認

知發展及更低的內容風險感知。本研究拓展了人工智能時代父母調解

理論，並為家庭教育與青少年數位素養培養提供實踐啟示。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父母調解、人工智能素養、風險防控、認

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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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adolescents’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daily lives, parent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guiding their children’s responsible use of AI technologies. Grounded in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four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active mediation, restrictive mediation, co-use, and 

supervision influence their risk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via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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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Drawing on a sample of 1,429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schools 

in southern China,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ctive medi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s’ AI literacy, whereas restrictive mediation and supervision 

negatively predicted AI literacy. Adolescents’ AI literacy further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ir content risk perception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Multi-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active mediation 

on AI literacy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among adolescents with higher parent-

child closeness. Furthermor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identified four distinct 

parental mediation profiles: active navigators, balanced supporters, disengaged 

bystanders, and intensive controllers. Compared to disengaged bystanders, 

intensive controll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AI literacy, 

whereas active navigators fostered higher AI literacy, bett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lower content risk perception. These findings advance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in the AI era and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dolescents’ digital literacy.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rental mediation, AI literacy, 

risk prevention, cognitive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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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以其類人的智能表現以及與人類自

然交互的能力，引發了知識生產的新一輪變革（陳慧敏等，2024）。其

強大的資訊處理與內容生成能力正深刻重構智能時代的知識傳遞與教

育模式，同時重塑著青少年的認知發展路徑與社會互動方式（Dwivedi 

et al., 2021; Kasneci et al., 2023）。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已將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中，頻繁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進

行資訊搜集、創意表達與日常娛樂。在中國，伴隨著國家戰略的持續

推進，大模型技術不僅在各級教育場景中逐步落地，更廣泛滲透至青

少年日常接觸的各類互聯網平台與應用程序中，成為其獲取資訊、構

建社交與探索世界的新常態（Lai et al., 2024; Lin et al., 2024）。

青少年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時，既面臨認知增益的機遇，

也面臨內容風險的挑戰。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現出顯著的學習

促進潛力，不僅能夠為青少年提供個性化的知識支援與即時反饋，還

能提升自主探究能力與學習動機（Liang et al., 2023）。另一方面，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內容生成存在不確定性，不當使用可能使青少年接觸到

不準確或有害的信息，干擾其價值觀建構，進而對其身心健康發展造

成潛在威脅。家庭是青少年技術素養培育與健康使用習慣養成的重要

場域，父母在青少年技術使用中的引導與干預角色日益凸顯。面對生

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帶來的雙重影響，有必要探討父母應如何通過

有效策略，充分發揮技術對青少年學習與認知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

降低其接觸有害內容的風險。

父母調解（parental mediation）指父母通過規則制定、溝通引導或共

同使用等策略，主動介入子女的媒介接觸行為（Valkenburg et al., 1999）。 

這一理論起源於電視媒介研究，是解釋和討論家庭媒介技術使用環境

中親子互動模式與父母干預策略有效性的重要框架。作為大眾傳播學

研究中的經典理論，父母調解理論揭示了家庭在媒介資訊傳遞與受眾

效果之間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數字媒體與社交平台時代的到來促使父母調解理論演化出四種典型

策略：引導性調解（active mediation）、限制性調解（restrictive mediation）、

共同使用（co-use）以及監督（supervision）（Ho et al., 2019; Livingst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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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sper, 2008）。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父母調解策略在說明青少年規避媒

體的內容風險、培養媒介素養方面發揮了不同的作用（Clark, 2011; 

Nathanson, 1999）。現今，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一種能夠自動生成和獲取

文本、圖像與音視頻資訊的工具，已被視為一種新興的媒介形態。基於

此，本研究以父母調解理論為核心理論框架，旨在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

環境下父母調解策略的適應性轉變，以及這些策略如何影響青少年的認

知發展與風險防控機制。

雖然聚焦於傳統互聯網或社交媒體環境的父母調解研究已相當充

分，面對人工智能這一新興技術的衝擊，其在理論與實證層面仍存在

四方面重要局限。首先，人工智能平台具有生成性、互動性和黑箱性

特點。在這一特殊的技術語境下，父母對青少年的媒介使用管理的效

果亟待探索，且需進一步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習決策與認知建構

中的主動角色（Liao et al., 2025）。因此，研究將拓展父母調解理論的適

用語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環境下討論不同類型的父母調解策

略（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解、共同使用、監督）的媒介效果。

其次，過往的父母調解研究長期聚焦於風險最小化目標，缺乏智

能媒介技術對學習和認知發展等積極作用的系統性探討。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已成為重要學習資源的時代，單純的工具限制難以滿足青少年

成長需求，父母調解應實現從限制到賦能的轉向，充分發揮智能工具

的積極作用。因此，本研究不僅關注父母調解可能帶來的風險防控效

果，也關注其在認知促進層面發揮的作用，討論父母調解如何實現風

險防控與認知發展的雙重目標。

第三，相關研究對調解過程中的內在機制與調節作用關注不足。一

方面，與電視或社交媒體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過程高度個人化

與隱蔽，父母難以像在社交平台那樣通過直接監控手段介入青少年的使

用行為。在這一技術情境下，父母調解對青少年人工智能使用的風險感

知與認知提升的影響必然更多依賴於對青少年認知能力的塑造，而非對

行為的直接干預（Livingstone et al., 2017）。由此，人工智能素養（AI 

literacy）作為衡量青少年理解、評估與批判性使用人工智能能力的核心

變量，可能是父母調解策略影響青少年發展結果的核心傳導機制，亦是

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父母調解作用機制的關鍵所在。雖然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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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已在新技術與教育相關文獻中受到關注（Laupichler et al., 2022），

卻尚未被系統納入父母調解研究框架，這構成了現有研究的重要缺口。

另一方面，和諧的家庭關係與家庭環境是實現調解效果的重要條件。親

子親密度（parent-child closeness）作為家庭溝通品質的重要指標，其對父

母調解策略效果的調節作用也缺乏實證檢驗（Grevenstein et al., 2019）。

最後，現有父母調解研究多將各類調解策略作為獨立的連續變項

分別加以考察，忽視了父母在真實家庭情境中往往同時採用多種調解

行為。以往研究忽略父母調解行為可能存在組合的情況，亦無法反映

不同調解組合可能進一步影響青少年的人工智能使用。為回應這一局

限，本研究引入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對多重父

母調解行為的組合進行類型化識別，在更貼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下探索

不同調解剖面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及風險感知與認知發展的影響路

徑。基於此，本研究將人工智能素養納入中介變數、親子親密度納入

調節變數，並進一步引入LPA以捕捉現實生活中的多重父母調解行為

的分類，從機制、調節與類型化三個維度共同深化對人工智能時代父

母調解作用的理解與詮釋。

基於上述理論缺口與研究設計，本研究主要具有以下貢獻。理論

上，本研究將父母調解理論拓展至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揭示人工智

能素養作為核心中介的作用，並納入親子親密度以說明不同家庭關係

下調解效果的差異。方法上，本研究結合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與
LPA，既檢驗親子親密度的調節作用，也從整體視角識別父母調解策略

的組合類型，突破以往單獨考察各策略的局限。實踐上，本研究強調

家庭傳播在培養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中的重要性，為父母選擇有效調

解策略、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風險並促進青少年認知發展提供了參考。

文獻綜述

從社交媒體到人工智能：父母調解的媒介語境變遷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諸多學習與溝通場

景中被廣泛應用，特別在青少年群體中迅速普及。限於青少年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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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給青少年帶來了收益與風險並存的媒

介體驗，其一方面有助於促進學習與認知發展（Klarin et al., 2024），另

一方面也伴隨較高的不良內容暴露風險（Lee et al., 2025）。

家庭是影響青少年媒介使用效果的關鍵社會化環境。根據父母調

解理論，父母被視為兒童媒介社會化過程中最主要的社會化代理

（primary socializing agents）。父母能夠通過設定規則、引導溝通與共同

使用等方式，協助子女理解並調適媒介內容（Clark, 2011; Valkenburg et 

al., 1999）。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風險與機遇並存的使用情境中，父母調

解不僅有助於規範青少年的操作行為，更可能通過提升青少年的人工

智能素養，進而影響青少年面對風險與促進認知發展。為了更深入理

解這一機制，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不同類型的父母調解策略如何通過

人工智能素養，減少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的風險暴露，實

現真正的認知發展。

父母調解是理解家庭在媒介社會化中作用的經典大眾傳播理論。

引導性調解（active mediation）、限制性調解（restrictive mediation）與共

同觀看（co-viewing）是父母調解研究中的三種主要策略。引導性調解指

父母與子女討論媒介內容並提出價值判斷，限制性調解指父母對觀看時

間、頻道或內容類型設定規則，共同觀看則強調父母與子女共同接觸媒

介內容（Valkenburg et al., 1999）。

該理論內涵與策略形式伴隨媒介技術的發展不斷演變，從早期電

視媒介到數字平台，再到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興起，父母調解的研

究路徑正呈現出顯著的媒介遷移特徵。

在電視時代，家長與子女通常圍坐於同一螢幕，「共同觀看」（co-

viewing）天然為父母調解創造了時空契機；而行動裝置佔主導的當下，

內容消費被分散到私人螢幕，家長難以與子女同屏接觸同一資訊，導致

共同觀看策略的實施空間大幅縮減（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相應

地，父母調解策略也需隨媒介環境變化而轉型。因此，共同觀看這一

媒介調解策略逐漸轉變為共同使用，即家長與子女不一定同時觀看同一

內容，而是通過一起使用應用程式、協作等方式參與媒介活動（Beyens 

& Beullens, 2017;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與此同時，社交媒體的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91

父母調解對青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影響

高度互動性與匿名性也帶來新的風險類型，包括網絡欺凌、隱私洩露與

性脅迫等（施琮仁，2021；譚躍、郭莘，2021；Staksrud et al., 2013）。

為應對這些更即時且不可預測的風險，研究者在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

解與共同使用之外，進一步提出監督（supervision）策略，包括權威式監

控與非侵入式查看等形式（Ho et al., 2019）。監督彌補了父母難以事前

過濾全部使用者生成內容的資訊盲點，父母也常藉助家長監視軟體或登

錄歷史檢查等方式進行介入（Stewart et al., 2022）。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興起使父母調解面臨新的媒介語境。與

社交媒體不同，社交媒體的互動對象主要是真實他人，風險多圍繞人

際交往展開，如網絡欺凌、人際衝突或社會比較等（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動對象則是機器系統，其內容

依靠演算法自動生成，青少年更易面臨內容型風險，包括幻覺資訊的

誤導性（Sun et al., 2024）、演算法偏誤引發的資訊繭房（Berman & 

Katona, 2020），以及交互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個人隱私洩露。此外，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過程高度個人化與封閉，對話內容可能被實時刪

除，生成過程對父母而言也較不可見，這使父母難以像在社交平台中

那樣通過加好友、查看動態或瀏覽公開資料等方式直接監控子女的媒

介行為。

因此，智能時代需要重新思考父母調解策略的實施路徑。儘管媒

介形態發生轉變，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解、共同使用與監督仍可能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發揮作用。具體而言，引導性調解可通過解

釋、提醒與協助，幫助青少年理解如何合理、合規地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限制性調解可通過設定規則界定可接受的使用範圍；共同使用

則可提升使用過程的開放度，為親子共同提問、審閱內容與討論生成

結果創造機會；監督則可作為事後干預方式，通過查看歷史記錄或生

成內容痕跡，幫助父母及時識別潛在問題（Ho et al., 2019）。基於此，

本研究將探討四類父母調解策略如何影響青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

用，並進一步驗證其是否通過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進而降低

內容風險並促進學習與認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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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調解策略與人工智能素養

長期以來，父母調解研究多聚焦於其在減少青少年媒介使用風險

中的直接作用，特別是在電視、互聯網與社交媒體語境中（Clark, 2011;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Nathanson, 1999）。然而，隨著媒介環境的

轉型，父母調解的實際效力並不只是取決於對行為的引導與管控，更

在於其是否能夠塑造個體對媒介的理解、態度與使用能力，即媒介素

養（Mendoza, 2009）。換言之，父母調解對青少年發展結果的影響，往

往需要通過重塑青少年的認知能力結構這一中間環節實現（Livingstone 

et al., 2017）。

這一機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中尤為突出。與電視或社交媒體

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動過程高度個性化與隱蔽化，內容由演算

法實時生成，父母難以直接介入或事前過濾。因此，父母調解的有效

性不再主要依賴於對使用行為的直接管控，而更多取決於其能否幫助

青少年建立理解、評估與批判性使用新技術的能力（Livingstone et al., 

2017）。既有研究也表明，社交媒體素養是連接父母調解策略與青少年

線上行為結果的關鍵中介（Daneels & Vanwynsberghe, 2017）。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黑箱進一步加深，素養能力建構的重要性也隨之

凸顯。因此，父母調解策略若要影響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

的風險感知與認知發展，需經由人工智能素養的形成與提升這一核心

機制。

人工智能素養是青少年與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動過程中的關鍵能

力，在理解、評估和使用人工智能內容時發揮核心作用（Laupichler et 

al., 2022）。與傳統媒介素養類似，人工智能素養不僅包括合理選擇和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也包括辨別資訊真偽、進行批判性思考以

及理解技術倫理的能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下，四類父母調解策

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響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首先，引導性調解

（active mediation）通過開放性對話和認知引導，提升青少年對媒介技術

的理解、內容風險的敏感性與倫理反思能力（Clark, 2011; Nathanson, 

1999），從而幫助其形成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認知框架。其次，限

制性調解（restrictive mediation）通過設定使用規則與時間限制，幫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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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形成使用邊界意識，並在規則框架內逐步積累安全、有效使用人

工智能的經驗。

共同使用則強調父母與青少年共同參與人工智能使用過程。在這

一過程中，親子共同提問、討論人工智能反饋與評估生成內容，本身

構成了一種「共建知識」的過程，有助於青少年內化評估標準與思維策

略，從而強化其人工智能素養。最後，監督作為一種事後審查性控制

方式，主要通過查看互動記錄、生成內容等方式間接干預青少年的使

用行為。儘管監督缺乏即時互動，但其可回溯性與可覺察性具有一定

教育意義，能夠激發青少年的自我審視意識，促使其在使用人工智能

時更加謹慎和規範（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Stoilova et al., 2024）。

同時，當父母在監督中指出不當使用或資訊誤判，並給予解釋與糾正

時，也可通過事後反饋促進青少年形成更高水平的資訊評估能力與倫

理判斷能力。

基於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下，不同類型的父母調解策略可

能通過不同方式積極影響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而人工智能素養則

是父母調解效果實現的重要機制。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引導性調解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呈正相關。

H2：限制性調解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呈正相關。

H3：共同使用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呈正相關。

H4：監督調解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呈正相關。

從風險防控到認知促進：父母調解策略的雙重結果

當前，大部分關於父母調解的研究多聚焦於其在風險防控中的保

護性功能，即探討不同調解策略如何幫助青少年減少接觸暴力、色

情、欺凌或隱私洩露等負面媒介內容（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這類研究雖然構建了關於父母調解抑制風險的基本理論框架，卻在很

大程度上忽視了父母調解的促進性功能，也即其可能通過塑造正確的

媒介使用，進一步促進青少年的學習與認知能力的發展（Clark, 2011）。

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語境下，亟需相關的實證研究探索。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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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媒介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僅限於日常信息獲取，還廣泛

延伸至問題求解與知識獲取等多種學習活動。這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能作為認知工具輔助青少年擴展知識邊界與提升理解深度。因此，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相關的親子媒介研究中，父母調解的目標也應超越

單一的「風險防控」導向，進一步關注其如何通過提升人工智能素養，

促進青少年的學習與認知發展。

一方面，父母調解策略能夠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而這被

廣泛視為個體在數字環境中有效應對風險的關鍵因素。已有研究指

出，具備較高人工智能素養的青少年在面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時，更

傾向於啟動批判性認知過程，能夠識別幻覺資訊、判斷內容一致性，

並據此規避潛在風險（Walter, 2024）。換言之，人工智能素養在「風險

防控」中不僅是一種理解能力，更是一種認知防禦機制。其幫助青少年

在面對混雜真實與虛構的人工智能輸出時保持懷疑、辨別與甄別的意

識，從而減少虛假資訊、不良內容與隱私洩露對其發展的負面影響

（Chu-Ke & Dong, 2024）。

其次，人工智能素養作為一種綜合性認知資源，同樣在學習與認

知促進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Ng等人（2024）研究發現，具備更高人工

智能素養的青少年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科學探究時，能夠提出更

清晰、目標驅動的問題，並對人工智能回答進行有效評估，從而實現

更強的信息組織與認知提升。過往的系統性回顧也證實，人工智能素

養與學生的思考策略、問題解決能力及元認知水平顯著相關（Promma 

et al., 2025）。更進一步，人工智能素養還與青少年的自我調節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能力密切相關，能夠支援他們在複雜的人工智

能互動環境中進行反饋評估、自主修正和策略性學習，從而推動長期

認知發展（Shi et al., 2025）。綜上，父母調解能夠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

能素養，人工智能素養高的青少年能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過程中

更好規避風險與促進學習及認知發展。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假設：

H5： 人工智能素養與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所面臨的內

容風險呈顯著負相關。

H6： 人工智能素養與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中所獲得的學

習與認知發展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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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親子親密度的多群組分析

在家庭關係研究中，親子親密度被廣泛視為衡量親子溝通品質與

情感聯結水準的重要指標。它不僅體現於青少年是否願意與父母坦誠

交流、表達疑惑與恐懼，還包括父母是否真誠關心孩子的想法與行

為、是否願意傾聽與陪伴，乃至在日常中給予表揚與情感支援。已有

研究顯示，親子親密度可能在父母調解策略發揮作用的過程中起關鍵

調節作用。一方面，良好的親子關係被認為能夠增強父母調解的可接

受性（acceptability）與有效性（effectiveness）。例如，Clark（2011）指出，

親子之間的開放式溝通氛圍使得引導性調解更容易被青少年接納，從

而提升其在媒介使用中的認知反思與安全意識，進而提高其媒介素

養，在使用媒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過程中更好地辨別虛假資訊、理

解技術邏輯與運作機制，最終有效減少內容風險並促進學習與認知發

展。Ren和Zhu（2022）基於中國青少年的實證研究發現，父母調解策略

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親子關係類型的調節作用：只有在支援型親

子關係中，引導性調解才顯著降低了青少年的上網時長與娛樂型使

用。這一發現突顯了親子關係品質對調解策略成效的重要影響。另一

方面，當親子關係較為疏離時，調解策略可能因缺乏情感支援與信任

基礎而減弱其效果。Peebles和Chen（2024）指出，在親子關係較為支援

性的家庭中，限制性調解對減少青少年問題性上網行為更為有效；相

反，若親子關係品質較差，即使採用調解策略，其干預效果亦可能大

打折扣。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

RQ1：不同親子親密度水準下，父母調解模型是否存在差異？ 

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語境下的父母調解潛在剖面

儘管探討單一父母調解策略的有效性至關重要，但真實家庭環境中

的調解行為往往是多維度交織的（Li et al., 2025; Ren et al., 2026; Sevilla-

Fernández et al., 2026）。過去的研究多孤立地檢驗某一種策略的淨效應

（如Peebles & Chen, 2024）。然而，父母在面對青少年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時，往往不會只採用單一手段，而是根據具體情境混合使用多種策

略（Li et al., 2025; Ren et al., 2026; Sevilla-Fernández et al., 2026）。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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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位家長可能在嚴格限制孩子使用人工智能時間的同時，也頻繁與

孩子討論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這意味著父母群體具有高度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傳統的迴歸分析若要檢驗多種策略的組合效應，需要

設定極其複雜的高階交互項，這不僅在統計上難以實現，也脫離了真實

的社會環境（Kam et al., 2021）。因為教養行為不會孤立發生，多種策略

的疊加可能產生協同的保護效應，也可能因為相互矛盾而抵消作用。

為了解決這一理論盲點，本研究採用潛在剖面分析的方法。這能

夠根據父母在四種調解維度上的得分模式，將高度異質的父母群體劃

分為若干個具有共同行為特徵的潛在子群體（profiles）。這種方法允許

我們同時觀察多種調解策略如何協同工作，從而更精準地描繪生成式

人工智能時代父母調解的真實樣貌。透過識別特定的策略組合，我們

能夠跳脫單一變量的局限，以更具整體性的視角檢驗哪些調解組合最

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2： 基於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解、共同使用與監督四種策

略，可以識別出哪些青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父母調

解潛在剖面？

識別父母調解的潛在剖面僅是理解父母調解影響機制的第一步。

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不同的父母調解組合模式，是否會通過差異化地

塑造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進而對其內容風險防控與學習認知發展產

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同策略組合所構成的潛在剖面，亦可能在人工

智能素養的塑造上呈現出顯著分化，並最終導致青少年在內容風險防控

與認知發展結果上的系統性差異。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3： 不同父母調解潛在剖面如何影響人工智能素養，進而影響

內容風險防控與學習認知發展？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與流程

本研究於2024年5至6月在中國南方通過目的性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了三所高中進行數據收集，以確保樣本在學校類型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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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分佈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所學校內，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群

抽樣（cluster sampling），邀請各年級若干班級的全體學生參與調查。共

有1,429名高中生通過線下集中在線問卷填寫的方式參與本次調查。在

性別分佈上，男生佔54.3%，女生佔45.7%。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16.16歲（SD = .53）。本研究已獲得所在機構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批准

（THU-04-2025-1048）。由於研究對象涉及未成年人，研究團隊在調查

開始前向所有參與者及其監護人詳細說明了研究目的、問卷內容及數

據使用方式，並分別獲得了參與者本人的知情同意及其監護人的書面

授權許可。同時，研究團隊亦獲得了各學校管理層的正式許可。問卷

採用匿名形式，所有收集的數據僅用於學術研究目的，並嚴格保護參

與者的隱私與個人信息。

測量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採用七級李克特量表作答。其中，頻率類題項

以1 = 從不，7 =非常頻繁評估；同意程度類題項以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評估。

I. 父母調解策略

本研究改編Ho等人（2019）和Livingstone等人（2011）的量表，測量

了關於青少年人工智能使用的父母調解策略。引導性調解採用五個題

項測量父母對子女使用人工智能的積極引導，請參與者評估其父母相關

行為的頻率，例如「提醒你哪些資訊可以發佈在人工智能平台中」和「告

訴你該如何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術」（M = 3.72, SD = 1.67, Cronbach’s α 

= .97）。限制性調解採用五個題項測量父母對子女使用人工智能的限制

程度，請參與者評估其父母相關行為的程度，例如「限制你使用人工智

能的時間」和「針對你使用人工智能的行為設立各種規則」（M = 3.01, SD 

= 1.52, Cronbach’s α = .96）。共同使用的測量參考了Shin和Li（2017）的

研究，採用三個題項測量父母與子女共同使用人工智能的情況，請參與

者評估其父母相關行為的頻率，例如「要求你在公共區域使用人工智能」

和「陪你一起使用人工智能」（M = 2.94, SD = 1.43, Cronbach’s α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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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supervision）的測量參考Livingstone和Helsper（2008）以及Ho等人

（2019）的研究，採用三個題項測量父母對子女使用人工智能的監督程

度，請參與者評估其父母相關行為的頻率，例如「檢查你的人工智能對

話歷史或提問記錄」和「檢查你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記錄」（M = 2.61, SD 

= 1.56, Cronbach’s α = .99）。

II. 人工智能素養

人工智能素養的測量改編自Wang等人（2023）的人工智能素養量

表，採用六個題項進行測量，例如「我了解人工智能技術如何幫助我」

和「我能使用人工智能應用或產品來提高我的學習效率」（M = 4.94, SD 

= .95, Cronbach’s α = .90）。

III. 內容風險

內容風險的測量參考Livingstone等人（2011）的研究，採用三個題

項測量青少年在使用人工智能過程中遇到的內容風險，例如「您有多經

常在人工智能應用上看到誤導性的資訊」和「您有多經常在人工智能應

用上看到謠言或虛假資訊」（M = 3.29, SD = 1.34, Cronbach’s α = .94）。

IV. 學習與認知發展

學習與認知發展的測量參考Leung等人（2013）的研究，採用四個

題項評估人工智能對青少年認知發展的影響，例如「我可以使用人工智

能技術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和「我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獲取更多

資訊」（M = 4.99, SD = 1.16, Cronbach’s α = .95）。

V. 親子親密度

親子親密度的測量參考Buchanan等人（1991）的親子親密度量表，

採用八個題項測量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親密程度，例如「我願意和父母

坦誠地交談」和「我感覺與父母親近」（M = 4.67, SD =1.14, Cronbach’s α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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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針對人工智能使用的父母調解策略

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引導性調解對人工智

能素養有顯著正向影響（β = .30, p < .001），而限制性調解（β = –.14,  

p < .01）和監督（β = –.27, p < .001）對人工智能素養則有顯著負向影響。

共同使用與人工智能素養之間的關係不顯著（β = –.04, p = .55）。進一

步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素養在父母調解策略與青少年發展結果之間起

到中介作用。人工智能素養與內容風險感知呈顯著負相關（β = –.28,  

p < .001），與學習與認知發展呈顯著正相關（β = .61, p < .001）。

這表明，較高的人工智能素養可能幫助青少年降低內容風險感

知，同時促進其在使用人工智能技術過程中的學習與認知發展。這些

結果支援了我們的假設，即不同類型的父母調解策略通過影響青少年

的人工智能素養，進而對其內容風險感知和學習與認知發展產生差異

化影響，全模型分析各路徑係數如圖一所示。圖中所有係數均已標準

化，青少年的性別、年級與人工智能使用情況被作為控制變數納入模

型之中。

多群組分析

研究進一步進行了多群組分析，檢驗我們所構建的研究模型在高

親子親密度（N = 795）與低親子親密度（N = 634）的參與者之間是否存

在差異來回答我們的研究問題。結果顯示，研究模型在高親子親密度

的青少年和低親子親密度的青少年之間存在顯著差異（Δχ² = 51.24, p < 

.001，見表一）。接下來，我們通過比較一系列單路徑約束模型與無約

束模型進行了幾次卡方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引導性調解策略對人工

智能素養的影響路徑組間差異顯著（Δχ² (1) = 5.12, p < .05，見表一）。

這表明，父母引導性調解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的影響在高親子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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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青少年（β =.24, p < .001）中比低親子親密度的青少年（β = .06, p = 

.22）更為明顯，親子親密度高低分組後的分析結果見圖二及圖三。各

路徑的卡方差異化檢驗見表一。

圖一　父母調解對青少年內容風險感知與認知發展的理論模型

圖二　父母調解對低親子親密度的青少年內容風險感知與認知發展的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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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父母調解對高親子親密度的青少年內容風險感知與認知發展的理論模型

表一　多群組分析結果（N = 1,429）

模型 χ2
df χ2

/df CFI TLI RMSEA 

無約束模型 3,567.68 817 4.37 .94 .93 .07

約束模型（所有路徑） 3,618.92 826 4.38 .94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 51.24, p < .001

約束模型（引導性調解 → 
人工智能素養） 3,572.80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1) = 5.12, p < .05

約束模型（限制性調解 → 
人工智能素養） 3,570.09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2
 (1) = 2.40, p =.12

約束模型（共同使用 → 
人工智能素養） 3,570.89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1) = 3.21, p = .07

約束模型（監督 →  
人工智能素養） 3,568.04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1) = 0.36, p = .55

約束模型（人工智能素養 
→ 學習與認知發展） 3,570.31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1) = 2.63, p = .11

約束模型（人工智能素養 
→ 內容風險感知） 3,567.92 818 4.37 .93 .93 .07

卡方差異檢驗 Δχ² (1) = 0.23, p = .63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0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潛在剖面分析

為更細緻地探討父母調解策略的潛在異質性，本研究更進一步採

用LPA對父母的四種調解策略（引導性調解、限制性調解、共同使用、

監督）進行分類。相較於將各調解策略視為獨立變項分別檢驗，LPA能

夠識別出在多種策略組合上具有相似模式的父母子群體，從而更貼近

父母調解行為的實際樣貌。

在模型選定上，本研究依序比較不同數量剖面方案，並參考AIC、
BIC及Entropy等適配指標。結果顯示，隨剖面數增加，AIC與BIC 

均持續下降（二剖面：AIC = 17,893、BIC = 17,961；三剖面：AIC = 

17,227、BIC = 17,322；四剖面：AIC = 17,093、BIC = 17,214；五剖

面：AIC = 16,523、BIC = 16,670），然而五剖面方案中最小剖面僅佔樣

本的7.84%，樣本比例過低，不利於剖面的穩定性與可解釋性。四剖面

方案的AIC為17,093、BIC為17,214、Entropy為 .85，分類品質良好，

且BLRT檢定達顯著水準（p = .01），顯示四剖面方案優於三剖面方案。

綜合考量模型適配與剖面可解釋性，最終選定四剖面方案為最佳解。

四個剖面的特徵如下（見圖四）。第一剖面為積極引導型，以高度

引導性調解為核心特徵（M = .82），父母傾向與子女主動討論AI相關議

題、引導其思考與判斷，但幾乎不採取限制（M = –.75）、共同使用（M 

= –1.07）或監督（M  = –1.29）等管控手段，調解行為以對話與啟發為

主，給予子女較大的自主空間。第二剖面為溫和均衡型，在四項調解

策略上均呈現中等程度的介入，引導性調解（M = .47）、限制性調解（M 

= .43）及共同使用（M = .32）得分相近，監督略低（M = –.61），整體調

解風格不偏重任何單一策略，屬均衡介入模式。第三剖面為低度介入

型，在所有調解策略上得分均極低（引導性調解M = –1.87；限制性調

解M = –1.51；共同使用M = –1.64；監督M = –1.46），父母幾乎不介入

子女的人工智能使用，代表最低程度的父母調解，本研究以此剖面作

為比較基準（參照組）。第四剖面為高壓全控型，同時在四項策略上均

呈現極高得分（引導性調解M = .79；限制性調解M = 1.07；共同使用M 

= 1.30；監督M = 1.62），父母引導與控制並行，介入程度在四組中最

為全面且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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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潛在剖面圖

為更進一步地探討父母調解類型影響青少年AI使用風險與認知發

展，本研究使用R lavaan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檢驗。由於父母調解類型

為LPA所得之類別變項（共四個剖面），本研究創建了三個虛擬變量，以

低度介入型（剖面三）作為參照組，分別比較積極引導型（剖面一）、溫

和均衡型（剖面二）及高壓全控型（剖面四）與參照組之差異，並將三個

虛擬變項同時納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模

型中進行估計。

在父母調解類型對AI素養的預測上，積極引導型（剖面一）與高壓

全控型（剖面四）均與參照組之間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相較於低度介入

型，積極引導型父母的子女呈現顯著較高的AI素養（B = .15, β = .06, p = 

.05），高壓全控型父母的子女則呈現顯著較低的AI素養（B = –.31, β = 

–.18, p < .001）。溫和均衡型（剖面二）與低度介入型之差異未達顯著（B 

= –.05, β = –.02, p = .48）。緊接著，AI素養對兩項結果變項均具顯著預

測效果。AI素養正向預測認知發展（B = .87, β = .64, p < .001）。同時，
AI素養負向預測內容風險感知（B = –.43, β = –.29, p < .001）。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0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研究討論

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變革正在顛覆知識傳遞範式與傳統的

教育模式（牟怡，2017），同時深刻重構了智能時代青少年的認知發展

路徑與社會互動方式（Dwivedi et al., 2021; Kasneci et al., 2023）。面對

這一技術變革與衝擊，家庭作為青少年社會化的主要場域，其教育功

能需要進行系統性重構與前瞻性調整，以適應智能化時代的教育生態

轉型（Livingstone & Blum-Ross, 2020）。本研究將經典的父母調解理論

與生成式人工智能這一前沿技術情境相結合，揭示了各類父母調解策

略在新技術環境中的差異化效果，以人工智能素養為核心探索了父母

調解影響青少年認知發展的內在中介機制。

研究發現，不同父母調解策略對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產生差異化

效果。引導性調解通過促進開放對話與批判性思考，有效提升了青少

年的人工智能素養，與傳統媒介環境中的研究發現相呼應（Chen & Shi, 

2019; Shin & Lwin, 2017）。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限制性調解和監督對

人工智能素養發展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一定程度上挑戰了部分傳統

研究對限制性策略的積極評價（Livingstone et al., 2017）。這種負面效應

的機制可能在於，限制性調解與監督策略減少了青少年接觸和探索人

工智能的機會，限制了實踐學習的可能性。其次，過度控制可能引發

青少年的心理抗拒和自主性威脅感知，這種心理機制可能導致青少年

對父母指導的抵觸（Vansteenkiste et al., 2014），降低習得人工智能相關

知識的內在動機。此外，研究發現共同使用策略對人工智能素養的影

響不顯著。這一結果可能是因為共同使用並沒有明顯表達出父母支援

或反對青少年進行人工智能使用的清晰態度，也並沒有觸發像限制性

調解和監督策略的逆反負面效果。

本研究的另一核心貢獻在於揭示了人工智能素養的雙重中介機

制。引導性調解提升人工智能素養後，素養不僅降低了青少年遭遇內

容風險的可能性，更顯著促進其學習與認知發展。這一發現表明，人

工智能素養不僅是防護機制，更是發展資源（Koltay, 2011）：青少年通

過理解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原理與局限，能更準確識別潛在風險；同

時將人工智能工具整合入學習策略，發展系統性思考與批判性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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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思維能力（Laupichler et al., 2022）。這一雙重機制表明，未來對於

人工智能素養的研究應同時關注保護性和發展性目標，關注青少年如

何在最大限度規避內容風險的同時，最大化發揮人工智能技術的學習

潛力。

為確保父母調解策略在人工智能素養培養中的有效實施，家庭關

係質量構成了不可或缺的環境基礎與情境條件（Pinquart, 2016）。因

此，本研究引入親子親密度作為關鍵分組變數，考察其對父母調解策

略與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關係的影響機制。多群組分析發現，在高親

子親密度家庭中，引導性調解對人工智能素養的促進作用顯著增強。

高親密度所建立的信任與情感依附為有效溝通創造了心理安全空間

（Fang et al., 2021），青少年更易將父母引導視為支持性資源而非控制性

干預，從而積極內化相關知識與價值觀。反之，在親子關係疏離的家

庭中，調解互動常伴隨情感抵抗，父母的引導嘗試可能觸發心理反

抗，削弱調解預期效果。研究提示，父母在關注具體調解策略的同

時，更應重視與青少年建立良好的溝通氛圍與情感連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父母調解策略的差異化效果，在以LPA識別

的真實調解組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與深化。本研究通過LPA將父

母調解行為歸納為四種自然存在的組合類型，並以結構方程模型檢驗

各剖面透過人工智能素養影響青少年人工智能使用的中介路徑，從而

在更貼近現實的整體性視角下重新審視調解策略的作用機制。結果顯

示，積極引導型父母，即同時採取高度引導性調解並輔以適度共同使

用的群體，能夠顯著提升子女的人工智能素養，並透過此強化青少年

的認知發展、降低內容風險，與前述單一策略層面的分析結論高度吻

合。相對地，高壓全控型父母，即同時採取高強度引導性調解、限制

性調解、監督與共同使用的群體，則對子女人工智能素養產生顯著的

負向影響，並透過減低素養水準同時帶來認知發展降低與內容風險增

加的雙重不利結果。這一發現進一步揭示，過度管控型的調解組合所

造成的負面效應，並非僅源於單一限制行為，而是多重控制策略疊加

所形成的系統性壓制，從而強化了對青少年人工智能使用的抑制作用

（Vansteenkiste et al., 2014）。此外，溫和均衡型與低度介入型父母在人

工智能素養的培養上均未呈現顯著差異，顯示缺乏明確引導取向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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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組合，無論是消極不干預抑或策略模糊的均衡配置，均難以有效促

進青少年人工智能素養的形成。上述結果共同表明，父母調解對青少

年人工智能使用的影響，不僅取決於個別策略的採用，更取決於多種

調解如何組合，為未來研究提供了從整合性剖面視角審視父母調解效

果的新方向。

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本研究拓展

了父母調解理論的應用邊界，將該理論從傳統媒介環境延伸至生成式

人工智能這一具備高度個人化與演算法黑箱特徵的新興語境。研究結

果表明，父母調解的理論框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環境中依然適用，但

各類調解策略的效果呈現出新的特點，為理解父母如何應對新興技術

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第二，本研究釐清了父母調解對青少年認知

發展與風險感知的作用機制。研究證實，父母調解必須經由提升人工

智能素養這一核心中介變量來發揮作用，深刻揭示了內部認知能力在

應對新技術風險中的關鍵地位。研究發現人工智能素養同時具備降低

風險和促進發展的雙重功能，超越了傳統父母調解研究中對風險防控

的單一關注。第三，本研究打破了將青少年視為同質化群體的傳統預

設，透過引入親子親密度作為關鍵個體差異因素，精細化了不同家庭

關係下父母調解效果的差異化機制。這一發現呼應了新技術教育需考

量情感因素的觀點（Clark, 2011），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家庭教育提

供了更加動態、系統且高度情境化的理論框架。在方法論層面，本研

究採用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嚴謹驗證了人工智能時代下複雜的父母

調解作用路徑。此外，引入LPA對父母調解行為進行類型化識別，突

破了以往研究將各調解策略單獨處理的局限，從整體視角捕捉父母在

真實家庭情境中的調解行為模式，並進一步以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各調

解剖面透過人工智能素養影響青少年人工智能使用的路徑。

在實踐意義層面，研究為父母及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具體指導。首

先，提升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素養應成為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標。父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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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培養青少年批判性評估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能力與創造性使用工

具的技能，而非僅關注使用時間控制。其次，父母對青少年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管理方式至關重要。研究發現引導性調解顯著促進人工

智能素養發展，而限制性調解和監督則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父母應採

取更加開放和對話式的方式，透過討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可靠性、

探討倫理問題、共同制定使用規則等方式，培養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維

與自主判斷能力。最後，高親子親密度能顯著增強引導性調解的效果

（Pinquart, 2016）。家長在關注具體調解策略的同時，更應重視與子女

建立信任和開放的溝通關係。技術教育不僅是知識和規則的傳遞，更

是嵌入在日常親子互動中的關係建設過程。

儘管本研究取得了重要發現，但仍存在幾點局限。首先，本研究

採用的人工智能素養測量工具未能充分區分技術理解、批判評估、創

造性應用等多個維度（Wang et al., 2023），未來研究可採用更細緻的測

量方法，探討不同調解策略對各維度的差異化影響。其次，本研究採

用子女單方面報告的數據收集方式，難以同時客觀測量父母認知水準

等家長層面的關鍵變數。未來研究可考慮採用配對樣本設計，結合觀

察法或實驗法，以更系統地評估調解策略的實施效果。再次，研究未

能考察跨文化因素的影響，家庭教育理念與親子互動模式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存在顯著差異（Novianti et al., 2023），未來研究可透過跨文化比

較設計探索文化因素的調節作用。此外，本研究主要關注高中年齡段

青少年，未能全面反映不同年齡階段的發展特點。考慮到青少年認知

能力與自主性需求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Li et al., 2023），未來研究可

擴展樣本範圍進行分年齡段分析，並透過縱向追蹤研究理解父母調解

策略如何隨子女成長而動態調整。最後，研究尚有其他潛在中介路徑

未被納入分析，例如自我效能感（Hatlevik et al., 2018）可能在父母引導

性調解與青少年積極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間發揮獨立的中介作用。

未來研究可構建包含多重中介變量的綜合模型，以更全面揭示父母調

解影響青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結果的複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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